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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大生活事件和日常生活琐事［4，5］。生活事件的划分

标准会直接影响其对情绪的影响，进而导致研究结果的

差异。本研究关注不同性质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对积

极生活事件的影响研究较少。一般认为，消极生活事件

可以预测抑郁［6-9］，且相较于积极生活事件，对个体的

影响更为强烈［10，11］，也更为持久［12］。在某些情况下，

消极生活事件确实容易导致抑郁水平的升高。然而，也

有纵向研究对267名抑郁患者进行3年随访发现，消极生

活事件对抑郁的短期变化没有影响，而积极生活事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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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应激压力（Stress）因素，对个

体的情绪状态具有重要影响。它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发

生的、对个体能够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情，既包括积极影

响，也包括消极影响［1］。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生活事

件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生活事件的性质，可以

划分为积极生活事件（如考上理想大学）和消极生活事

件（如父母离异）［1］；根据与个体自身相关程度，可

以划分为依赖性生活事件（如失恋）和独立性生活事件

（如亲人离世）［2］；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划分为早

期生活事件和近期生活事件［3］；根据影响程度，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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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著降低1～2个月后的抑郁［13］。这可能是因为抑郁

个体经常经历消极生活事件，对消极生活事件逐渐麻木

和适应，所以对个体情绪影响已经不能大幅度增加；而

相比之下，抑郁个体可能会认为积极生活事件发生的概

率较小，所以其出现对抑郁个体的情绪改善和认知改变

十分显著。由此可见，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个体具有一

定的缓冲作用。一些研究也证实了积极生活事件能够缓

冲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13-15］，但积极生活事件和

消极生活事件的比例需要达到2.9∶1以上（也称为罗莎达

比率，Losada Ratio），才能发挥最佳缓冲力［16］。而另

一些研究则发现当积极生活事件与大量消极生活事件同

时发生时，会增加个体抑郁的风险，变成额外的压力来 

源［15，17］。该情况的解释主要来自混乱的生命过程假说

（An erratic lifecourse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抑郁个体具

有更加混乱和不稳定的生命历程，他们经历的积极生活事

件是交织在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

由于积极生活事件对个体的直接影响比消极事件要弱很 

多［12］，所以当个体经历的消极事件过多时，积极生活

事件不能缓冲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反而会放大其消极

影响。因此，即便是积极的生活事件，也可能给个体带

来压力，如孩子的出生或搬进新房子虽然与积极情绪有

关，但也可能升高压力水平［18］。奥维比克（Overbeek）

等人［17］对4796名18～64岁的成年人进行两年两次跟踪测

量，发现心境障碍的患病率与经历的消极生活事件和积

极生活事件成正比。积极生活事件并不能缓冲消极生活

事件的不利影响，反而在抑郁症患者的不稳定生活中，

会造成额外的压力。该研究结果支持了混乱的生命过程 

假说。

综上所述，国内有关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的研究较

少，且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不一致，需要进一步

探讨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为防

治大学生抑郁提供参考。我们预测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

直接相关，积极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积

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受到消极生活事件的调节。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对湖北省某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学生

共计2626名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445份，有效

回收率为93.11%。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 1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subjects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63 23

女 1882 77

续表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 682 27.9

大二 618 25.3

大三 692 28.3

大四 453 18.5

是否独生子女
是 820 33.5

否 1625 66.5

1.2  研究方法

1.2.1  大学生生活事件问卷 

采用张志标在2007年编制的大学生生活事件问卷［1］，

共44题，包括消极生活事件（23题）和积极生活事件（21

题）两个分量表。消极生活事件量表主要包括学习工作、

人际交往、家庭经济和情感四个维度，积极生活事件量

表主要包括学习工作、团体活动、健康和人际交往四个

维度。该问卷采用1～5分五级评分（1=“没有影响”，

5=“极重影响”）。分数越高，代表个体受该类型生活事

件的影响越大。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两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97和0.95。

1.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采用袁家珍等人1998年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 

表［19］，共有20道题，分为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

状、人际关系四个维度，要求被试根据过去一周的相应

情况作答。采用0～3分四级评分（0=少于1天，3=5～7天/

几乎一直有）。总分在0～60分之间，≤15 分为无抑郁症

状，16～19 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表示肯定有抑

郁症状。分数越高，个体出现抑郁的频度越高。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83。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独

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等，以p<0.05为统计学意义差异标准。使用SPSS宏程序

Process 4.1中的模型1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Harman单

因素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查，结果发现

有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最大因子解释总变异的

28.10%，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对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

事件和抑郁的影响

分别以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为自变量，以积

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

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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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得分情况（x±s）

Table 2  Scores of each variable acros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x±s )

项目 积极生活事件 消极生活事件 抑郁

性别

男 61.82±24.26 44.77±24.04 14.47±8.16

女 64.14±21.08 41.82±20.77 16.01±6.74

t -2.047 2.634 -4.063

p 0.041 0.009 <0.001

年级

大一 66.13±20.92 45.62±23.16 16.27±7.59

大二 64.14±21.11 44.14±21.57 15.27±6.81

大三 59.44±21.62 40.10±19.96 15.70±7.02

大四 65.45±23.76 39.21±20.76 15.18±6.93

F 12.786 12.462 2.983

p <0.001 <0.001 0.03

是否独生子女

是 63.87±22.75 39.70±20.96 15.61±7.08

否 63.48±21.42 43.90±21.78 15.68±7.15

t 0.418 -0.617 -0.218

p 0.676 <0.001 0.827

结果显示，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在性别和年级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男生得分显著低于女生

（p<0.05）；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大一、大二和大四三

个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p<0.001）。大学生消极生

活事件在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均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而言，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1）；事后

检验结果表明，大一和大二两个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大

三和大四（p<0.001）；独生子女得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

女（p<0.001）。大学生抑郁在性别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具体而言，男生得分显著低于女生（p<0.001）；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大一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

四（p<0.05）。

2.2  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消极生活事件

的调节作用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生活事件与消极生活事件

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如表3所示。

表 3  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和抑郁的相关

（N=2445）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2445)

x s 1 2 3

1. 积极生活事件 63.61 21.87 1

2. 消极生活事件 42.50 21.59 0.356** 1

3. 抑郁 15.66 7.12 0.123** 0.219** 1

注：**p<0.01。

以积极生活事件为自变量，抑郁为因变量，消极

生活事件为调节变量，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子女为

控制变量，考察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

生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人口

学变量后，积极生活事件不能预测抑郁（β =0.006，

t=0.275，p>0.05），消极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抑郁

（β =0.308，t=12.341，p<0.001），两者的交互项对抑

郁的影响显著，说明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

大学生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β =-0.142，t=-7.360， 

p<0.001）。

表 4  消极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95% 置信区间 R2 F

抑郁 积极生活事件 0.006 0.275 ［-0.036，0.048］

消极生活事件 0.308 12.341 ［0.259，0.357］

积极生活事件 * 消极生活事件 -0.142 -7.360 ［-0.180，-0.104］ 0.02 54.17

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会因消极生活事件

水平的不同而改变，表5显示，在消极生活事件的低分组

（M-SD）和高分组（M+SD）中，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

预测均显著，且消极生活事件的不同分组改变了积极生活

事件对抑郁的作用方向。在低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积极

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而在高消极生活事件条件

下，积极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低。为了更清楚地揭

示调节效应的具体模式，绘制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

件与抑郁之间的简单斜率检验图，如图1所示。

表 5  积极生活事件在不同水平的消极生活事件上对抑郁的

影响

Table 5  The impact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消极生活事件 β SE t p 95% 置信区间

M-SD 0.134 0.024 5.520 0.000 ［0.086，0.181］

0.000 0.006 0.021 0.275 0.784 ［-0.036，0.048］

M+SD -0.136 0.032 -4.248 0.000 ［-0.199，-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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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高于大三和大四学生，大一学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

二和大四学生。大三学生的积极生活事件得分低于其他

年级，可能是因为大三处于需要选择未来人生方向的关

键阶段，学生需要主动投入到考研和就业的准备中，占

据了大量时间，从而导致积极生活事件发生较少。低年

级学生的消极生活事件得分高于高年级学生，可能是因

为大一新生的应激压力较大，需要面临生活、学习、人

际等方面的改变和适应，遇到的消极事件较多，抑郁水

平可能升高，等到高年级逐渐适应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

活后，消极生活事件减少，抑郁随之降低。这提示我们

要加强对大学生低年级学生的关注，帮助他们更好地更

快地适应大学生活。

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消极生活事件得分低于

非独生子女，与靳（Jin）等人［26］的研究结果一致，但

该研究还发现独生子女的抑郁水平比非独生子女更低，

本研究则没有发现类似结果。独生子女可能多在城市地

区，父母可能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拥有更多的父

母支持，这样就可能面临更少的消极生活事件，更低的

抑郁水平［27］。但到了大学阶段，非独生子女因为拥有

长期与同龄人相处的经验，可能获得更多的同伴支持资

源，从而弥补了人际需求，因此抑郁水平并未比独生子

女更高，这一现象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3.2  消极生活事件在积极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

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生活事件与消极生活事件

3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事件

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

3.1  人口学特征对大学生积极生活事件、消极生活

事件和抑郁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在积极生活事件上的得分显著

低于女生，在消极生活事件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

说明男生经历的积极生活事件更少，而消极生活事件更

多。男大学生在高校中似乎会面临更多挑战，可能与不

同性别的社会角色期待有关，对男生的期待和要求可能

比女生要更高更严厉［20］。本研究发现，男生在抑郁得分

上显著低于女生，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21，22］。奇怪的

是，男生在生活事件上明明更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抑

郁水平却更低，可能与他们的反应风格、核心自我评价

等有关。反应风格理论认为个体有反刍（Rumination）、

分心（Distraction）、解决问题三种反应风格，反刍是导

致抑郁的主要原因，分心和解决问题能够一定程度上缓

解抑郁［23］。研究发现，男性更多采用分心的反应方式，

女性更多采用反刍的反应方式［24，25］。还有研究发现男

生的核心自我评价高于女生［22］，这也可能导致在经历消

极生活事件时，男生更容易不受其影响而导致消极情绪

的产生或升高。

研究结果显示，大三学生的积极生活事件得分明显

低于其他年级，而大一和大二学生的消极生活事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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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不论生活事件的性

质如何，经历的生活事件越多，抑郁水平都会升高。

与奥维比克（Overbeek）等人［17］研究结果一致。按

照混乱的生命过程假说，积极生活事件和消极生活事

件交缠在一起发生，使得积极生活事件的缓冲作用降

低，甚至产生了额外压力，从而导致抑郁水平升高。

积极的生活事件意味着改变，可能带来新的适应和

压力。但本研究后续结果发现，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

的影响，在高消极生活事件组是负相关，在低消极生

活事件组是正相关，所以并不能真的支持混乱的生命

过程假说。更可能的解释是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程度

不同的个体影响不同。也有人认为生活事件作为一种

应激源到产生应激反应，需要受到个体中介变量的影 

响［9］。所以应该考虑更多中间因素如认知、社会支持的

影响。

本研究表明，积极生活事件不能直接预测抑郁，而

消极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测抑郁，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

致［28，29］。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的诊断和症状发展都

具有独立的影响［30］。大学生面临的学习、生活、人际各

方面的压力，自身又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在经历较多

消极生活事件后，更容易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9］。积极

生活事件不能直接预测抑郁，说明消极生活事件比起积

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更为强烈和直接，这与前人研

究结果一致［10，11］。

消极生活事件能够调节积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

响，具体表现为，高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积极生活事

件越高，抑郁水平越低；而低消极生活事件条件下，

积极生活事件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这说明，经历高

消极生活事件的个体，如果能够经历更多积极生活事

件，那么将缓解抑郁的升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 

致［28，30，31］，但没能支持混乱的生命历程假说。积极生

活事件能缓冲高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但不能缓

冲低消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这提示我们，在对抑

郁进行研究和干预时，不能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消极生活

事件上，还要考虑积极生活事件的影响。对于抑郁大学

生的干预，可以考虑通过提升积极生活事件水平。比较

符合这一治疗原理的理论是行为激活疗法［32］，通过让

个体做一些感到愉悦和有意义活动，来改善消极情绪，

提升积极情绪。要注意的是，这一干预可能对低抑郁大

学生并不合适，根据本研究结果，可能会导致抑郁的升

高，起到反作用。另外，抑郁个体对积极生活事件的感

知没有消极生活事件强烈，可能导致积极生活事件被忽

略，尤其是那些高消极生活事件和低积极生活事件的个

体，很可能存在习惯化的消极思维倾向［28］。因此，致力

于认知改变的干预，帮助抑郁个体保持认知平衡，可能

也会取得良好效果。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样本中男女比例不均，女生

较多，且仅限于大学生群体，可能会限制结果的解释；

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判断因果关系；采用问卷形式调

查生活事件和抑郁，缺乏对抑郁的更准确判断。这些不

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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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Tao Tian1,2  Yi Hengshan2  Yiliyar Abulaiti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2.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626 freshmen and seniors in a university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college life events questionnaire and the depression scale. 2445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3.11%. Results: 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variables, positive life events could not predict 
depres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can 
predict depression, have more direct influence on depression than positive life events, and can regulate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Posi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Moderating role


